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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和评述了沙尘活动及其环境效应，深入探讨了沙尘的来源、释放机制、输送与沉降

过程，并系统分析了沙尘对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旱地，尤其是北非、中东、

东亚等地区是沙尘的主要来源。沙尘释放是一个复杂过程，受风力、植被、土壤湿度、盐含量和

结皮等多因素影响，其中盐含量和结皮对起沙的影响尚缺少可靠的参数化方案。沙尘的输送

与沉降过程受风速、湿度、湍流及颗粒理化特征等多因素影响。沙尘通过改变辐射强迫和地表

反照率等方式影响气候系统，同时沙尘活动中营养元素的输送对全球碳循环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强调长时间序列土壤风蚀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预测未来沙尘活动趋势的重要性，这依赖

于气候、生物和风尘过程的耦合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4D 同化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望提

高沙尘模型的精确性和预测能力，更好地理解沙尘活动及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沙尘活动； 气候变化； 环境效应； 沙尘模型； 碳循环

中图分类号：P434  文献标志码：A

沙尘对全球气候及生态系统具有深远影响。沙尘气溶胶通过散射和吸收太阳辐射以及改变云的

光学特性，影响地球系统的能量平衡［1］。沙尘携带的养分（铁、磷等）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

至关重要，冰盛期冰芯样品 CO2浓度的减少可能与沙尘向海洋供应的铁元素增加有关［2］。沙尘模型在

理解全球沙尘循环及其环境效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模拟和预报沙尘事件、研究起尘、输送、沉积过

程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工具，模型结合遥感和野外观测在沙尘气溶胶扩散过程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现有模型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小尺度上获得的经验和物理机制推演到大尺度时，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模型中很多经验参数的取值缺少明确的物理意义，限制模型的普适化和推广。针对以上问题，模

型的改进和验证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和先进的同化技术，尤其是在沙尘源的辨识和参数化方面。气候、

风沙、生物具有紧密耦合和反馈关系，这种互馈对于表征地球表面气候、地貌过程和生物演化至关重

要。建立长时间序列土壤风蚀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预测未来沙尘活动趋势依赖于气候、生物和风尘过

程的耦合。本研究结合上述问题，针对沙尘的来源及释放机制、沙尘的输送与沉降、沙尘活动的环境效

应做了研究回顾和评述，指出通过开展跨学科合作并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可更

好地理解沙尘活动及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并为应对沙尘活动带来的挑战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1　沙尘来源及释放机制

大气中的沙尘气溶胶主要来自全球旱地。北半球尘源主要位于北非、中东、东亚和西南亚，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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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尘源主要分布在南非、南美洲和澳大利亚［3-4］。撒哈拉沙漠是全球最大尘源，贡献率约 50%；其次

是亚洲中东部地区，贡献率约 20%；再次为阿拉伯半岛和澳大利亚；非洲南部和美洲的贡献率不足

5%［5-6］。沙尘释放过程复杂，与环境因子呈非线性关系，导致不同时空尺度上沙尘释放量差异巨大。

风力侵蚀下，地表向大气释放粉尘的机制有 3 种：沙粒跃移轰击，聚合粒子的崩解和湍流动力抬

升［7-9］。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沙尘释放机制主要建立在沙粒轰击理论基础上，认为对流湍流空气

应力抬升直接产生的沙尘释放量可基本忽略不计［10-12］。Marticorena 等［13］认为 F∝Q，沙尘释放通量

表示为：

F = a1 exp (a2 ηc - a3)× Q。
式中：a1，a2和 a3是通过逐步调整内部边界层与地面粗糙度后得到的经验参数；ηc是土壤的黏土含量；

Q 为沙粒的水平跃移通量。Shao［8，14］开发了一种基于物理机制的起尘方案，认为沙尘垂直通量与沙

粒水平跃移通量成比例，给出了由粒径为 ds的沙粒运动产生的粒径为 di的粉尘通量的表达式：

F͂ (di，ds)= cy ηi[ (1 - γσp) ]× (1 + σm )× Q s g
u2

*

。
式中：cy为系数；ηi是粒径为 di尘粒的比值；g 是重力加速度；Qs是粒径为 ds沙粒的水平通量。总的沙

尘通量表示为：

F = ∫
d1

d2

∫
0

d1

F͂ ( )di，ds p ( )di p ( )ds ddi dds。
式中：［0，d1］是粉尘颗粒的粒度范围；［d1，d2］是跃移沙粒的颗粒范围。其他起尘模型，如 Kok 等［12，15］

的模型，在基本原理上与上述类似。

近年来，人们也关注到在缺乏沙粒跃移轰击或静风时，直接的空气湍流对粉尘释放的重要

性［16-17］。Klose 等［18］考虑了对流起尘的随机性，开发了新的对流湍流起尘模型。它由土壤颗粒大小，

颗粒间内聚力和瞬时表面剪切应力组成，根据空气动力提升和颗粒间内聚力的概率密度函数的重叠

来估计起尘通量，粒径为 di的粉尘的释放率可以表示为：

F (di)= ηi · ∫
0

∞

( ∫
0

f

αN

Tp

2δ ( )f - fi

d
δ

p ( fi ) dfi ) p ( f ) df。
式中；Tp是粒子响应时间；δ 是黏性子层的厚度；αN是调整系数；p（f）和 p（fi）分别是空气抬升力 f 和土

粒凝聚力 fi的概率密度函数。Klose 等［19］针对对流湍流如何产生表面剪切应力以及剪切应力的概率

分布如何进行统计量化，开发了一个大涡模型研究对流湍流起尘的机理，从大涡尺度阐明对流湍流

如何产生粉尘释放以及不同粒径的沙尘排放如何依赖于宏观大气条件。Klose 等［16］基于科尔沁沙地

和日本-加拿大粉尘实验的观测数据，进一步发展了对流湍流粉尘释放参数，增加了新的瞬时动量和

冲量的统计描述，参数化了颗粒凝聚力的影响函数以说明土壤湿度的影响，同时增加了空气提升力

的校正函数，并考虑了植被粗糙度元素对对流湍流起尘的影响。Li 等［20］和 Ju 等［21］基于科尔沁沙地

的实际观测数据，给对流湍流起尘模型的参数进一步率定，使其更加趋向实际应用。

跃移轰击和聚合物崩解引起的起尘对强尘事件（沙尘暴天气）期间的粉尘释放比较有效。然

而，它们不适用于弱风条件下的粉尘释放，弱风条件是由间歇性湍流而不是平均风切变和沙粒跃

移产生的。正如之前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直接空气动力学提升导致的粉尘释放强度远低于由

跃移轰击和团聚体分解导致的粉尘释放强度，因此可以在模拟强尘事件（例如沙尘暴）中忽略不

计。然而，虽然湍流动力抬升粉尘释放的强度通常很弱，但它可能高频率经常性发生。相比之

下，强烈的尘暴事件发生的频率要低得多，可能在尘暴季节的高峰期每月发生几次。因此，湍流动力

抬升粉尘释放可能在年度或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以及区域和全球的空间尺度上是粉尘的重要贡献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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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尘的输送与沉降

2. 1　沙尘产生的气象条件

沙尘大多是由强有力的天气系统促成，如季风、气旋、锋面、飑线和雷暴等。近地面风将沙尘颗

粒从地表带走，湍流或对流将颗粒分散到高空，强风将尘粒长距离输送。在北非、东南亚和中东地

区，沙尘暴通常是由季风或与季风相关的对流扰动产生［22-23］。中东地区夏季的沙尘天气主要受沙特

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热低压及副热带高压影响。非洲北部至欧洲东部的反气旋以及中东地区和印

度次大陆南部的季风槽被认为是影响该地区夏季强沙尘暴形成的主要低压系统。戈壁沙漠地区产

生严重沙尘暴的天气系统多是与低压系统相关的冷空气暴发导致。东北亚地区向东和东南移动的

气旋经常将大量沙尘输送到中国和韩国的广大地区，以及日本的东部地区［11］。Filonchyk 等［24］认为

气压显著下降的气旋引发了 2021 年 3 月发生在中国北部和蒙古东南部的强沙尘暴。2001—2015 年

出现在内蒙古的 124 次大范围沙尘暴天气分为冷锋型、蒙古气旋型和其他型３种类型。从形成沙尘

暴的天气条件来看，高空环流背景以发展强盛的乌拉尔山高压脊与贝加尔湖低槽（或低涡）最为典

型，地面系统则主要是与强冷高压相伴随的斜压冷锋和强劲的蒙古气旋［25］。

2. 2　沙尘的输送与沉降过程

全球尘循环是全球变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每年约有 2000 Mt 的沙尘被释放到大气

中，大部分沙尘可以进入对流层大气进行远程输送甚至参与全球循环，其中 75% 沙尘沉降到陆地，仅

有 25% 沉降到海洋中［4，26］。大气沙尘的全球监测结果显示沙尘在对流层的远程输送是不稳定的，风

速、温度、湿度及湍流等均可影响其输送和沉降［27-31］。大量粉尘堆积在半干旱区形成巨厚层的黄土，

不只是颗粒物重力促成的沉降结果，天山、昆仑山等特定高度分布的黄土以及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

其分布与温度和湿度的梯度变化也有密切联系。

2. 2. 1　沙尘的干沉降

干沉降作用时间长、范围广，是干燥天气期间和尘源区气溶胶中沙尘的主要去除机制。干沉降

速度受粒径影响：粒径大于 2 μm 的颗粒因重力作用沉降速度随粒径的增大而急剧增加；粒径小于

0. 1 μm 的粒子受静电沉降作用影响，随着粒径的减小干沉降速度反而增加［32-33］。除颗粒物的粒径

外，颗粒物的理化性质、大气湍流、下垫面特征和气象因素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会影响沉降速度。数

值模型对降尘量的预测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往往会低估降尘量，野外观测结果甚至会比模拟结

果大几个数量级［34-35］。现有沙尘输送模型的参数化方案一般不包含大于 20 μm 的沙尘颗粒，而尘源

区及近源区大气降尘主要集中在粒径为 20~200 μm 的沙尘颗粒，甚至远离尘源的下风区也有相当大

一部分降尘粒径大于 20 μm［36］。沉降方案中颗粒粒径范围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导致模拟的降尘量显著

增加。因此，沙尘干沉降过程的野外观测和影响因素分析，对进一步优化干沉降方案、提高降尘预测

精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沙尘颗粒的不规则度和吸湿特征也会影响其输送和沉降。沙尘在高空大

气输送过程中，不仅颗粒形态会发生变化，沙尘吸湿也会导致沙尘的质量和体积增加，均会影响干沉

降过程［37-38］。但是，这些过程在高空大气中难以直接观测，室内控制实验又不能代表真实的沉降过

程。当前，亟待通过严密的野外实验，观测自然状态下沙尘干沉降的真实状态和过程，探讨外界环境

尤其是温度和湿度变化对干沉降过程的影响，并揭示其作用机制。

2. 2. 2　沙尘的湿沉降

沙尘湿沉降是指沙尘颗粒与空气中的水蒸气相结合，形成水滴或冰晶，并最终沉降到地面的过

程。这一过程对于沙尘的传输、扩散和沉降都有重要的影响。早期对沙尘湿沉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物理机制上。沙尘颗粒的大小、形状和密度，以及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都是决定沙尘湿沉降速率的

重要因素。湿沉降发生在云内（称为云内清除）和云底（称为云下清除）。云内清除主要去除亚微米

粒子，而云下清除则主要去除颗粒较大的粒子。云下清除的速率通常使用清除系数来表示，该系数

取决于雨滴的大小分布以及粒子与雨滴之间的捕集效率。捕集过程涉及多种机制，包括布朗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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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扩散、截留、惯性撞击、热扩散、扩散电泳和静电吸引等［39］。布朗扩散对于粒径小于 0. 1 μm 的粒

子很重要，而对于粒径大于 1 μm 的粒子，碰撞作用则更为关键［40］。Apsimon 等［41］使用了一个经验关

系来计算清除系数，将其作为降水率的函数。Pudykiewicz［42］则建议使用一个关系式，将清除系数作为

相对湿度的函数来计算。这些方案高度依赖大气模型在预测降水率或相对湿度方面的性能以及这些

关系的准确性。另一种方法是用“清除比率”来描述湿沉降的效果。在沙尘分布的模拟中，Tegen等［43］

定义了清除比率 Z 为雨水中的沙尘质量浓度与空气中的沙尘质量浓度之比，并且其值是基于长期平

均值来确定的，这种方法已经被多个研究所采用。近年来，对沙尘湿沉降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物理机

制，还涉及沙尘的化学成分。研究发现，沙尘中的一些有机和无机物质，如硫酸盐、硝酸盐和有机碳，

会与水蒸气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颗粒物质。这些新的颗粒物质具有较高的水溶性，能够更容易

地与空气中的水蒸气结合，从而促进沙尘湿沉降。沙尘湿沉降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现象，涉及气候、环

境和生态等多个领域，对沙尘湿沉降开展深入的研究，可以为未来的环境保护和气候调控提供重要

的科学依据。

2. 3　沙尘活动趋势变化及未来情景预测

北非、澳大利亚、中亚及东亚的干旱与半干旱区为全球沙尘的主要活动区。近年来，受近地面风

速降低的影响［44］，全球沙尘暴事件的发生频率呈下降趋势。相关研究表明，全球沙尘活动具有季节

性特点，以北半球季节为依据，主要沙尘活动区随着季节转换：春季在东亚沙漠，夏季在中东和北非

沙漠，秋冬季在澳大利亚［45］。东亚沙尘暴灾害的频次与强度，整体呈现“波动减少”的趋势；跨境沙尘

暴，特别是中蒙交界区域沙尘暴灾害仍有所增加。在中国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成效与蒙古国沙化土地

面积增加的共同作用下，沙尘暴源地逐渐向中国内蒙古西北方向与蒙古国戈壁区域转移。中东和北

非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风沙尘源之一，1998—2018 年受异常干旱与植被覆盖减少的影响，该地区

沙尘排放呈显著上升趋势［46-47］。研究表明，在 SSP 2-4. 5 和 SSP 5-8. 5 排放情景下，未来 30 年北非和

澳大利亚沙漠的沙尘排放将继续减少，中亚和东亚沙漠的沙尘排放可能会出现局部增加［48］。这些改

变会加剧全球沙尘灾害的风险。

3　沙尘活动的环境效应

3. 1　气候效应

悬浮在大气中的沙尘气溶胶对气候系统的辐射影响类似于温室气体，通过散射和吸收辐射成分以

及改变云的光学特性和寿命来影响地球系统的能量平衡［49-50］。近年来，与沙尘沉积引起的地表反照率

变化有关的辐射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Aoki等［51］研究表明沙尘暴经过后，雪表面对可见光的

反照率从 0. 9 下降到 0. 4。青藏高原的雪样本分析结果表明，沙尘导致积雪的反照率下降了 34%［52］。

Shi等［53］评估了末次冰盛期沙尘辐射对东亚冬季风的影响，并称高纬度欧亚大陆的雪反照率反馈放

大了沙尘辐射强迫，导致西风带扰动，削弱了亚洲北部的季风南风。Skiles 等［54］概述了包括沙尘和黑

碳在内的吸光颗粒对雪的变暗影响，这些颗粒可以引起反照率反馈并加速雪的融化。Di Mauro 等［55］

研究称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有助于减少阿尔卑斯山的积雪，Sarangi等［56］对喜马拉雅山脉的积雪进行了

模拟，认为吸光颗粒导致的雪反照率降低了 4%~8%，并指出高达 30~50 W·m-2的辐射强迫。

沙尘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是导致 IPCC 评估报告中气溶胶辐射强迫误差条较大的原因之一。

基本的挑战是，在对各种沙尘过程进行参数化时，模型使用的参数本身就不准确。学者们使用集合

模拟（一种广泛用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技术）对与情况相关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研究了

由随机扰动的气象和初始沙尘浓度场产生的沙尘变量的协方差矩阵［57-59］，还有学者研究了随机扰动

的沙尘排放率［60-61］。然而，这些研究受限于所使用的集合小，且对误差源项扰动受限。理想情况下，

对于这种粉尘不确定性分析，应同时扰动多个误差源项，但这受限于其对大尺度集成和计算成本的要

求。很明显，需要开发用于有效集成和沙尘不确定性分析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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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生态效应

全球干旱区土地退化与风蚀所引起的土壤养分流失密切相关。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风蚀作

用不仅造成土壤表层碳、氮的流失，而且还会引起土壤中其他营养元素流失。土壤营养元素组成和

含量的变化可能促进和加速了这些地区植被的演替和退化。例如，磷是控制草甸草原植物生长的关

键因素之一［62］。风蚀作用引起这些营养物质在地球表层的再分配。

Du 等［63-64］依据风蚀模型估算了中国北方 PM10携带的土壤有机碳（SOC）、总氮（TN）和总磷（TP）
的风蚀流失量，研究认为 2001—2014 年风蚀造成中国北方土壤有机碳（SOC）损失约为 0. 9 Tg·a−1，

其中 32. 5% 和 7. 5% 的 SOC 损失分别来自草原和农田。Song 等［65］估算了 1982—2011 年中国北方

春季 SOC 和养分（总氮和总磷）损失的空间格局和时间动态，认为 SOC 和养分流失的空间格局与整

个研究区域沙尘排放格局及沙尘释放率一致，春季风蚀造成的 SOC、TN 和 TP 年损失为 0. 985±
0. 149 Tg·a−1，0. 094±0. 014 Tg·a−1 和 0. 089±0. 013 Tg·a−1，并认为沙尘排放、SOC 和养分流失在

1982—1997 年呈下降趋势，之后开始增加，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植被生长

变化。

北非是全球沙尘的重要源区，冬春季节的沙尘被输送到亚马逊和热带大西洋西部［66］。北非沙尘

向南美的运输缓解了热带大西洋和亚马逊盆地的营养限制，提高了净初级生产力，并将 CO2封存到

生物圈中。由于沙尘的来源情况决定着磷和铁等相关营养物质的数量、矿物学特征和溶解度，识别

全球各地生态脆弱地区沙尘的潜在来源很重要。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主要沙尘源地的年

际变化反过来可以调节生态系统中营养物质的沉积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效应［67］。

3. 3　沙尘与碳循环

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500 Mt 的沙尘沉积到海洋中，沙尘携带来的铁、铝、磷供应可能在海洋表

层生物量和全球碳收支中起重要作用［26， 68］。铁、铝、磷是生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海洋表层浮游植物的数量，并通过光合作用影响海-气界面的碳交换过程，进而影响海洋对大

气中碳的吸收。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海洋浮游植物占当前年度 CO2交换量的四分之一（IPCC 
4AR）。深海碳库的形成主要归功于“生物泵”，即在表层海洋中，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

的 CO2将其转化为有机碳，这些有机碳通过食物链被逐级传递至浮游动物、鱼类等生物，通过摄食、

排泄和浮游动植物死亡后的分解，会产生大量的碎屑等向海底沉降，最终的结果是碳不断地从大气

层转移到深海，这是全球 CO2自然封存的重要过程［69-70］。

Martin 等［2］提出了“铁假说”，即大气中铁元素供应的增加刺激了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进

而导致冰川极大期期间大气中 CO2水平下降。世界范围内的冰芯记录显示，在过去的百万年中，长

时间尺度（千年）的沙尘铁输送量增加了数次，这些时期与低 CO2的冰期密切相关［71-72］。对海洋沉积

物记录的分析证实，水华物种的生物生产力与沙尘沉积呈正相关关系。Marinov 等［73］得出结论，“生

物泵”的作用在千年时间尺度上是大气中 CO2含量下降的主要作用。卫星图像和沙尘沉降观测通量

表明，撒哈拉沙漠、东北亚和西南亚沙尘暴与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和阿拉伯海的生物生产力分别具有

高度相关性［74-76］。

虽然“铁假设”似乎得到了地质数据的有力支持，但目前对沙尘携带的铁、铝、磷与浮游植物生

长、碳吸收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反馈知之甚少。最近的研究表明，铁对海洋浮游植物活动的影响是有

条件的，这取决于海水是低硝酸盐和低叶绿素的，还是高硝酸盐和低叶绿素的［77］。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人们已经开发了海洋浮游植物生长模型，但这些模型仍然缺少可靠的营养元素供应作为输入的

先决条件，无法产生可信的结果［78］。发展新的沙尘-养分模型，依靠合理的模型来合理估算沙尘向海

洋输送的养分沉积，并推断全球范围内无观测数据区域的营养元素沉积值，生成铁、铝、磷沉积的

时空模式，对研究海洋生物群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以及海洋碳汇对 CO2浓度升高的响应具有重要

意义。

510



第  5 期 刘东伟  等  沙尘活动及其环境效应研究回顾、进展与评述

4　问题与展望

4. 1　临界摩擦风速的校正

临界摩擦风速（u*t）是沙尘释放的核心参数，风蚀研究中，临界摩擦风速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模

型的精度，计算公式为：

u*t = u*t 0 (d ) f1 ( λ) f2(θ) f3 ( s) f4 (c)。
式中：u*t 0 是理想地表（裸露、干燥、无盐等）的临界摩擦速度；f1、f2、f3、f4 分别是植被、土壤水分、土壤盐

分和土壤结壳的修正函数。这种方法目前在风蚀模型中被广泛采用。一个常用的估算 u*t 0 与土壤粒

径 d 函数关系的模型是 Shao 与 Lu 方案［79］。函数 f1，f2 分别遵循 Raupach 等［80］和 Fécan 等［81］提出的校

正函数，函数 f3 和函数 f4 至今没有可行的方案，通常设置为 1。目前学术界鲜有已发表的与盐相关的

u*t 校正函数研究成果，f3 通常设置为 1，其结果可能低估了含盐土壤的 u*t。Nickling 等［82-83］提出了两种

不同类型盐与风蚀的关系，表明 f3 与盐类型相关。Nield 等［84］现场实验证明土壤盐尘排放具有强烈的

日变化，这表明含盐土壤的临界摩擦风速也可能复杂地取决于土壤湿度和温度。如果不能很好地了

解含盐土壤的临界摩擦风速，就不能对干旱区沙尘释放进行较精确的建模。

全球干旱区含盐土壤广泛分布，一个与沙尘输送密切相关但有待系统研究的问题是干旱区风蚀

盐的输送，亚洲中西部地区的风蚀盐排放非常活跃，风蚀盐的研究是未来沙尘模型发展方向之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对咸海水系的干扰加剧了沙尘和盐排放，约 50000 km2的前咸海海底现在是

咸海东部的疏松盐漠［85］。从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的沙漠，如伊朗的大盐

漠荒漠和锡斯坦盆地主要由盐滩组成。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全球干旱区的风蚀盐知之甚少，例

如：全球盐的排放量、排放源、排放时间、输送途径、沉积区域以及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尚缺乏系统

性的认识。

4. 2　尺度问题

目前关于土壤风蚀和沙尘释放的研究，一部分在点上做工作，另一部分在面上开展研究。点上的

工作，侧重实地观测和探索风蚀及起尘的物理机制；面上的工作，依据在点上获得的基本参数和物理

机制建模，估算区域粉尘的输出与长距离输送。研究工作，由点向面推移的时候，无法绕开尺度问题。

然而土壤风蚀和地面起尘是一个面源过程，地面条件空间异质性强，在点上获得的经验和物理

模型推演到大尺度上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外，物理模型的核心参数多是在风洞条件下测试完

成，风洞难以完全还原大尺度下自然环境中的复杂条件和变化因素，实验结果可能受到人为控制和

环境限制的影响，与自然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4. 3　研究展望

4. 3. 1　气候-生物-风蚀过程的耦合

长时间尺度上的风成过程与气候变化和生物生态演化息息相关。荒漠戈壁等区域，虽然对河

流/冰川过程影响较小，但是其风沙过程实际上支配着陆地表面的演化。一方面，陆地表面条件如土

壤湿度、植被和地表结皮（物理和生物成因），强烈影响着风沙的输送强度；另一方面，风蚀或沉积可

能会阻止并抑制生物成因的结皮和植被的生长。陆地表面的细菌和真菌，不仅将矿物质转化为土壤

养分，还主导地表结皮/结壳的形成和演化，进而可以抑制风沙活动并保护土壤表面免于风蚀。沙粒

跃移可能会对结皮表面产生机械破坏作用，植被也深刻影响着生物成因的结皮和风蚀空气动力学。

因此，气候、生物、风蚀通过复杂的正负反馈环相互耦合，这一互馈网络对于表征地球表面气候、地貌

过程和生物演化至关重要。建立长时间序列土壤风蚀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以及预测未来沙尘

活动趋势，均依赖于气候、生物和风沙过程的耦合。

4. 3. 2　沙尘模式同化技术

长期以来，沙尘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不同沙尘模式估算的结果差别巨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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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同化技术大大提高了天气预测精度，但近几年才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沙尘模式，例如 Eltahan等［86］

发现 4DVAR（四维变分同化）对 AOD、PM10和 PM2. 5模拟有积极影响。目前，通过同化沙尘浓度数据

来改进沙尘排放估算的工作还很有限。如何使用 4DVAR 实现沙尘输送全过程数据的时空同化（例

如使用气溶胶光学厚度的遥感数据），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数据同化可以用于优化沙

尘沉积估算，但是同化过程中所需的沙尘模型协方差矩阵，目前仍然十分稀缺。实现数据的四维变

分同化，沙尘模式将变得更加可靠。

4. 3. 3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沙尘模拟与预报

基于大数据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沙尘模拟与预报的改进提供了新的可能。星空地多源遥感

平台收集地表特征、气象参数、空气质量等方面的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析，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沙尘模拟和预报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和同化资料。例如，Aardvark Weather
系统能够在没有传统数值天气预报输入的情况下预测风速、气压、温度、湿度等沙尘暴驱动因子，并

且可以通过端到端调优提升特定区域的预测结果［87］。人工智能技术将为沙尘预报带来革命性的创

新，它可以深入研究沙尘暴发生的物理机制和动力学过程，如风速、气压、温度、湿度等因素对沙尘暴

形成和发展的影响。Mojtaba 等［88］使用 Sentinel 2 数据，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和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对伊朗贾兹穆里安（Jazmurian）盆地的起沙潜力进行建模，结果表明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海拔、年降雨量和风速是影响该地区起沙潜力的 4 个最重要因素。依据以往沙尘数据，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影响沙尘释放和输送的因素进行学习和分析，有助于提高沙尘暴预测的准确性。

Al Murayziq 等［89］使用沙尘暴台站历史数据，基于 Weka（Waikato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analysis）
数据挖掘框架确定风速、气压、温度、湿度和土地覆盖类型为沙尘暴主要影响因素后，又通过构建混

合沙尘暴预报模型——贝叶斯网络与基于案例推理相结合的模型，有效预测了利雅得（Riyadh）北部

区域的沙尘暴事件。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气和沙尘的耦合模式，可以建

立更加精准的沙尘暴预测模型，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沙尘暴发生的可能性、范围和强度进行预测。同

时，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沙尘暴预警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气象变化和地表特征变化，并根据

实测数据对预测模型进行更新和优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沙尘模拟和预报中的应用具有广

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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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and Review on Dust Activity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s

LIU Dongwei1，YAO Shunyu1，HUANG Shaopu1，GUO Yanhong1，XU Lishuai2

（1. School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031，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dust activity and its envi‐
ronmental impacts， examining the sources， emission mechanisms，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processes 
of dust， as well as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dust on the climate and ecosystems. It is found 
that arid regions worldwide， particularly in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East Asia are the pri‐
mary sources of dust. The emission of dust is a complex proces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wind strength， vegetation， soil moisture， salt content， and crust formation. However， the impact of salt 
content and crust on dust emission still lacks reliable parametrization schemes. Cold fronts and cyclones 
are identified as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dust storms. Dust impacts the 
climate system by altering radiative forcing and surface albedo， among other factors. Additionally， the 
transport of nutrients during dust activit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biological productivity are crucial com ‐
ponents of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Furthermore，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ng-term soil 
erosion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predicting future dust activity trends， which depend on the 
coupled research of climate， biological， and aeolian proce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4D assimilation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and pre‐
dictive capabilities of dust models， thereby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dust activity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Key words: dust activity；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effect； dust model； carb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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